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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02 年，押川春浪发表的长篇小说《英雄小

说 武侠之日本》（简称《武侠之日本》），在日本掀

起一股“武侠”热潮。此后，押川春浪相继创作了

多部以“武侠”为名的作品，而 1912年杂志《武侠

世界》的创刊再一次将“武侠”与“武侠小说”推向

高潮。我国最早研究武侠小说的评论家叶洪生指

出，虽早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儒以文乱法，侠

以武犯禁”的“侠”字，已寓有武侠之义，但“武侠”

一词却为日本人所创，尤以押川春浪的“武侠六部

曲”最为著名[1]。此后，我国学界一致沿用叶洪生

的观点，认为押川春浪首创“武侠”一词。笔者经

考证发现，“武侠”一词的首创者并非押川春浪。

早在十九世纪末，“武侠”一词便随着欧洲中世纪

骑士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得以普及应用。

目前，日本学界围绕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科

幻视域下的历史定位以及比较的视角进行了研

究。关于其武侠思想的内涵，福田宏子（1968）认

为，押川春浪作为作家的成长期与日本帝国主义

全盛期基本重合，其作品以唤起对于不法压制者

的不屈斗志，对弱者的无限哀怜的武侠精神为基底[2]。

另外，长谷川潮（1999）认为，押川春浪早期的武侠

思想在后续创作中产生了变化，日俄战争之后，押

川难以忽略日本与英、美等国家同为压迫者这一

事实，日本断不会同情中、韩、菲等国家，而所谓的

国家主义不过是侵略主义的别名而已[3]。福田宏

子（1968）与长谷川潮（1999）都指出了现实世界中

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对押川春浪文学创作的影

响，但并未切实联系文本，分析其武侠思想的内涵

与嬗变。在我国，关于押川春浪武侠文学的研究

较少，仅有韩云波的研究文章《平江不肖生与现代

中国武侠小说的内在纠结》以及数篇硕士论文在

梳理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时略有提及，肯定

了押川春浪的“武侠”概念对中国武侠小说转型的

积极作用。但是，我国学界目前仅关注到“武侠六

部曲”中的部分作品，忽略了六部曲整体的叙事变

奏以及武侠思想的变质，其“武侠”概念在晚清时

期的接受和影响等未予涉及。基于此，本文从押

川春浪“武侠六部曲”的文本解读入手，追根溯源

押川春浪“武侠”思想内涵及在晚清的接受

上海外国语大学 日本文化经济学院 陈 瑶 高 洁

[摘 要] “日本科幻小说之父”押川春浪，在其武侠创作中汲取了“自由、独立、人权”的西洋思想、

“忠君、爱国、尚武”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中国侠义精神中的“忠义”理念，确立其武侠概念的基本内

涵。但武士道精神逐渐抢占了其思想的主导性地位，武侠思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扩张的“大

义名分”。晚清文人在译介其文学作品时，扎根于古典武侠小说的深厚历史积淀，秉承着扬弃的原则

和方法，批判性地接受了其思想中独立人权的理念以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为晚清时期武侠小说的萌芽

与发展注入了养分。

[关键词] 押川春浪 武侠 武士道 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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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侠”概念的形成，以及押川春浪武侠思想

的具体内涵，同时爬梳六部曲在中国的译介情况，

进而厘清其武侠思想在晚清时期的接受及影响。

1 押川春浪的“武侠”与西洋思想

“武侠六部曲”中的第一部《海岛冒险奇谭 海

底军舰》（以下简称《海底军舰》）是押川春浪的出道

作品，讲述了因与他国军官发生口角之争，被革除

军籍的海军大佐樱木率领其部下，为充实日本海军

军备，长年隐居在印度洋某无人岛研发新型军舰及

武器，但到了军舰制造完成的当天，樱木即刻占领

了所在岛屿，以日本国旗命名，称其为“旭日”岛，充

为日本的海外军事基地。但是，突如其来的海啸

冲垮了储藏军舰燃油原料的仓库，樱木指派柳川

等人出岛购买，途中遭遇海难，恰巧被时任海军大

佐松岛驾驶的“日出”号巡洋舰所搭救。后续作品

（见表 1）主要围绕着樱木等人如何解救被俄国关

押的西乡隆盛，并成立“东洋武侠团”等情节铺开。

因六部曲中第一部《海底军舰》未出现“武侠”

等字眼，故不少研究者将第二部《武侠之日本》视

为押川春浪武侠思想发端的源头。但实际上，早

在《武侠之日本》出版的半年前，押川春浪已发表

了第一部与武侠相关的小说《任侠蛮勇 世界武者

修行》（以下简称《世界武者修行》）。该作品围绕

着主人公金东次游历各国，修行武艺途中的三段

插曲展开，分别是密林中搭救上吊自杀的美国青

年夫妇；劝说马贼李进；帮助偶遇的佳人燕子报杀

父之仇，远赴美国决斗。小说中出现了“武侠士”

“武侠豪杰”等词汇，用来形容金东次的人物性情

和行事作风。在插曲二“劝说马贼李进”中，金东

次听闻李进在洞庭湖一带占山为王，便亲自前往

劝说，以“自由、独立、人权”的思想说服李进遣散

一众马贼。不过，在该小说中，“自由、独立、人权”

只在此处出现了一次，与文中的“武侠士”无直接

关联。在半年以后出版的《武侠之日本》中，叙事

者明确提及“所谓武侠，即日本建国之根本，与自

由、独立、人权之压制者的对抗精神，打倒不法之

压迫者，拥护弱者权利之精神。”[4]（如无特殊注解，

文内引用的日文资料皆为笔者译）。可见，此时的

作者已将“自由、独立、人权”的思想与武侠融为了

一体，基本确立了其武侠思想的内涵。

众所周知，《史记·游侠列传》等与侠文化相关

的典籍早在公元八世纪便传至日本。关于侠文化

的历史起源及发展，倘若以文学作品中的侠客形

象为脉络进行梳理，《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的是

“不轨于正义”的“游侠”，唐宋传奇刻画了“义非侠

不立、侠非义不成”的“豪侠”，而明清小说则重点

突出了侠肝义胆的忠烈之侠。近代以后，得益于

民国武侠小说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繁荣，“武

侠”成为了固定的概念用语并沿用至今。历经多

个朝代的历史沉淀，侠客的形象丰富且多面，以致

于难以用“仁义、忠勇”等三两词汇准确概括侠文

化的精神内涵及人文底蕴。另一方面，仅从“武

侠”的词源上来看，知名武侠作家林遥曾指出，在

元、明时代已有不少文人开始使用“武侠”一词。

其中，元代苏天爵在《曹南李时中文稿序》中，提及

“呜呼，昔宋之季，文日以弊，而江、淮俗尚武侠，儒

学或未闻也”。苏天爵曾奉命主理江淮地区的政

务及兵事，镇压江淮地区的农民红巾军起义。可

见，文中所言“武侠”指的是与“儒”相对的“武”，与

韩非子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所传达的信

表1 “武侠六部曲”及主要人物

作 品

第一部《海岛冒险奇谭 海底军舰》

第二部《英雄小说 武侠之日本》

第三部《海国冒险奇谭 新造军舰》

第四部《战时英雄小说 武侠舰队》

第五部《英雄小说 新日本岛》

第六部《英雄小说 东洋武侠团》

出版时间

1900年11月

1902年12月

1904年1月

1904年9月

1906年6月

1907年12月

主要登场人物

柳川龙太郎（主角），樱木大佐（主角），松岛大佐与“日之出”号，富商滨岛武文一家（夫

人春枝，幼子日出雄）

松岛大佐（主角），柳川龙太郎（主角），樱木大佐（主角），阿奎纳多将军，西乡隆盛，一条武雄

稻村岩太郎（主角），俄国密探基茨内鲁

樱木大佐（主角），稻村岩太郎（主角），前原少尉

西乡隆盛（主角），桃井景虎（主角）

段原剑东次（主角），西乡隆盛（主角）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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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与基本一致。此外，明代徐世溥在《柳赋》中写

有“讵问刘郎叛儿以白花遁祸，季跖以柳下称强，

斯则柳之武侠也”。文中借用了杨白花和盗跖的

典故，强调“以武犯禁”的侠客观念。苏天爵领兵

镇压农民起义，而徐世溥官拜内阁首辅，二人皆是

基于正统、官方的立场，批判侠客的“不轨”行为。

而林遥也在书中坦言，虽然“武侠”一词的使用可

追溯到元、明时代，但上述书籍[5]流传不广、鲜为人

知，“武侠”一词在中国晚清时期的援用与流传，的

确与押川春浪的“武侠六部曲”密切相关[6]。

押川春浪自小成长于传统的武士家庭，且就

读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期间，押

川春浪作为“专修英语科”的学生，在每一学年都

需修读《十八史略》的相关课程[7]。可见，押川春浪

具备一定的汉学素养，对于中国的侠文化并不陌

生。他不仅在《世界武者修行》中援用了《春秋列

国志传》中“丘亮泛舟救子胥”等历史典故，还在六

部曲中模仿水浒一百零八将，为登场的主要人物

设计江湖名号，例如：“纵横大陆马队总督”“黑龙

将军李进”等。那么，押川何以将“自由”“独立”等

西方背景的概念，与侠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

“武侠”一词？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近

代以来“武侠”一词在日本的概念变迁加以梳理。

经笔者考证，日语中“武侠”原是“Knight”（骑

士）一词的译语。早在 1892年，日本儒学者涩江

保编著《德法文学史》一书时，已使用“武侠制度”

“武侠稗史”以及“武侠主义”等词汇，用于说明欧

洲中世纪盛行的骑士文学。《圣杯骑士传说》等作

品被归为“武侠稗史”的类目——即“叙述了长途

漫游，比武、决斗、妖术等冒险故事”[8]。同时期，被

誉为“日本近代文学先锋”的坪内逍遥，在《英美文

学史》一书中，多次使用“武侠”一词，用以诠释英

国诗人埃德曼·斯宾塞的《仙后》中登场的12位骑

士的特质，但并未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1893年，

剧作家松居松叶在译著《唐·吉诃德》中指出，“武

侠士”即“Chivalry”，意指骑马、行武之人，“武侠

士”游历诸国，锄强扶弱，（略）专行任侠之事，与我

日本男儿颇为相似[9]。“武侠士”“武侠修行者”中的

“武”强调的是行武之人，即日本武士。即言之，日

本学者将“任侠”与“武士”结合为一体，进而创造

出“武侠”一词，用作“骑士”的翻译。1902年，三省

堂出版的《新译英日辞典》首次将“武侠”纳入

“Knight”的词条释义，这也表明“武侠”一词是随

着骑士文学在日本的系统介绍，才得以广泛应用。

押川春浪于 1898年从东京专门学校的“专修

英语科”毕业后，于同年转入同校的“邦语政治

科”，直至 1901年毕业。对照押川春浪在学期间

“邦语政治科”专业的课程表发现，由坪内逍遥授

课的“英文学史”“修辞学”等课程被纳入了第二学

年的“特别课程”项目中[10]。据此推测，押川春浪

应是在修读坪内逍遥的课程时，接触到了“武侠”

一词。受此启发，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了“武侠”一

词。另外，韩国学者朴起兑以押川春浪的《写情小

说 银山女王》为研究对象，指出押川春浪对“传奇

小说”的概念定义也受到了坪内逍遥的影响 [11]。

这一观点进一步例证了押川春浪的文学创作与坪

内逍遥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押川所主张的

“自由、独立、民权”的武侠思想之所以渲染了浓厚

的西方色彩，首先是因为“武侠”原本就是用于诠

释西方骑士文化的译语。此外，十九世纪七十年

代，日本社会掀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旨在反对专制

政治、争取民主自由，一时之间涌现了大量宣传政

治主张、党派思想的政治小说。东海散士柴四郎

的《佳人之奇遇》、矢野龙溪的《浮城物语》等经典

政治小说受到了青年学生的广泛关注。其中，押

川春浪尤为喜爱《浮城物语》，也正是因为受到了

这部作品的启发，才创作出了其文学生涯的第一

部作品《海底军舰》。

明治初期，日本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贸

易条约尚未废除。与此同时，以海外劳务输出为

由，移居关岛、夏威夷等地的日本劳工倍受压榨，

基本的人权福祉得不到保障。押川春浪在早期的

两部作品《海底军舰》与《世界武者修行》中，也曾

表达对国际社会歧视日本人问题的关注。以《世

界武者修行》为例，作者将视角聚焦于港口这一特

殊的空间。小说中描写到，停泊在横滨港口的国

际客船上，购买下等舱船票的日本人，登上甲板散

步时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相反，甲板上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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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上等船舱的乘客，傲慢又跋扈，看待奴隶般审

视日本人。横滨港口不仅是异国文化传播与交流

的代表性场所，也是日本近代化改革的象征性场

所。但仅仅一张船票的差异便揭露出底层日本人

在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歧视性处境。另一方

面，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

言》，“自由、独立、人权”见证了多个国家走向独

立、成功建立近代国家的重要历史转折。于押川

春浪而言，“自由、独立、人权”不仅仅是西方国家

树立的文明模范，更象征着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完

整。押川春浪借用“自由、独立、人权”的西方理念

诠释“武侠”一词，是基于民族、国家的立场发出的

呐喊，寄托了作者期盼日本摆脱西方列强压迫、实

现国家主权完整的强烈愿望。

“自由、独立、人权”在《武侠之日本》中反复出

现，但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创作的作品中

却鲜有出现，这说明押川春浪的武侠思想可能发

生了极大的变化。第四部《战时英雄小说 武侠舰

队》（简称《武侠舰队》）的出版恰逢旅顺口战云汹

涌之际，主人公前原少尉提到：“甲午战争，今日的

日俄战争都是正邪之战。战争初期，各国纷纷感

慨我国之侠勇义烈，战争结束之后，占领辽东半

岛，三国干涉却如晴天霹雳般、如黑云般降临。”[12]

所谓的“正邪之战”，不过是日本意图侵略中国领

土主权的“大义名分”而已。在 1904年 2月 10日

颁布的《对俄宣战诏书》中写道：

俄违清廷之盟，虽屡诺于诸国，而犹据伪满

州，欲固其位以并伪满州洲。若伪满州归俄，韩

则不保，远东和平亦无望。俄对外高唱和平，在

内扩充军备，意使日本屈之。……凡此之属，皆

于俄国无和气之诚，故无所同。今旗鼓喧杂之

际，朕之所求，赖于忠武之众，速复永恒之和，以

全帝国之荣。[13]

引文着重凸显了日俄两国之间“正义VS非正

义”的对立格局，然而，对俄宣战之前公布的《对俄

交涉破裂之际对清韩两国之方针》（简称《对俄方

针》）却早已揭露了“正义”二字的本质。《对俄方

针》中表示“东亚大陆相关政策之主要，拥护北韩

独立，保全帝国防卫，对南以福建为据，将清朝南方

地区纳入我利益圈。前者已迫在眉睫，故而应先确

保前者，继而计划实现后者。”（外務省，1965：217-

219）。由此可见，所谓的对俄开战的“正义”不过是

为了进一步扩张日本在亚洲殖民统治的霸权。第

五部《英雄小说新日本岛》（简称《新日本岛》）的开

篇写道：“武侠以熊熊意气为剑，以正义公道为

盾”。在后文叙事者进一步补充道：“日本是世界

的武侠帝国，凭借此伟大精神，为他日一统世界、

开拓海外殖民、吞并无人岛屿，为日本雄飞打好根

基”[14]。显然，此时的武侠思想表现出了与国家意

识形态的一致性，而所谓“武侠帝国”所揭露的，同

样是殖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综上，“自

由、独立、人权”与“正义公道”，其本质上都是东西

二元对立格局下产生的话语。其中，借用“自由、

独立、人权”的概念表达的是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

强压迫的一面；而“正义公道”不过是日本帝国主

义美化其殖民侵略行径的道德工具，通过标榜在

战争中的“正义”形象，强行将日本区别于以“文明

—野蛮”等级论为借口进行殖民侵略的西方列强。

2 押川春浪的“武侠”与武士道精神

押川春浪晚年时在随笔《亡国或是分割——

危急存亡之际的中国》中写道：“考虑到中国的百

年大计，不仅要保全其性命（笔者注：孙中山、黄兴

等人），更应该贯彻开发其精神之根本。使其了解

武士道的真意，感化同志及部下革命方能成功。

只有从根本上改善国民性，中华民国才能成长为

真正的国家。”[15]关于押川春浪对中日国家关系的

认识，笔者在此不予详述，但押川在引文中特意强

调“武士道之真意”措辞，充分彰显了押川春浪对

武士道的推崇。然而，押川春浪所认可的武士道精

神与日本近代之前的传统武士道并非全然一致。

在六部曲中，西乡隆盛所领导的东洋武侠团

旨在“扶助被强国侵略主权的贫弱国家，日本乃世

界武侠帝国，但武侠团体将暂代日本，发挥日本真

武士之精神”（押川春浪，1902a：356）。关于武侠团

具体的行动使命，在第六部《英雄小说 东洋武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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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简称《东洋武侠团》）中叙事者提出：“为了日

本帝国，为了东洋民族，他日若有危害日本及东洋

民族的情况，即便是列强联手，武侠团必当奋起反

击，……守护大日本帝国。”[16]可见，武侠团成员虽

以“武侠”自居，但始终以“武士之精神”为价值理

想和道德规范，以忠于国家为最高使命。例如，

《武侠之日本》中，现任海军大佐松岛驾驶“日出”

号遭遇袭击，全军覆没之际，松岛不忘嘱咐士兵收

好日本国旗，下令奏响海军军歌，意图切腹自尽、

以死谢罪。切腹自尽对于近代以前的日本武士而

言，是表达个人忠诚的“至高至纯”的手段，但文中

松岛大佐效忠的对象是天皇与国家。六部曲中的

其他人物形象亦是如此。例如，《海底军舰》中自

小立志成为海军，报效祖国的少年日出雄等。

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剖析，可以看出押川

春浪将忠君、爱国视作武士道精神的核心。而武

士道精神中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尚武。尚武作为传

统武士道的核心德目，是武家社会评判武士的价

值标准之一。“蛮勇侠客”段原剑东次是六部曲中

尚武勇猛的“代名词”。关于剑东次的传奇故事，

叙事者讲述道：“他痛恨二十世纪的伪善文明，当今

社会崇文抑武，令其愤慨，为修炼勇猛武魂，剑东次

多年来游历各国，修行武艺。”（押川春浪，1907：9）。

后来，剑东次追随西乡隆盛的脚步，加入了菲律宾

军队，屡立战功。剑东次的人物塑造，很大程度上

继承了《世界武者修行》中的主人公金东次的形

象。叙述者曾表示金东次武艺修行的原因在于

“在此文明开化的二十世纪，挥剑出鞘、锻炼武魂

竟成为了可笑之事。纵观这满天下的青年小辈，

安于小成，痴迷黄金，好比那安于现状、毫无气概

的妇女，总而言之，武魂不再……”[17]由此可见，尚

武不单单是指强健的体魄或是高强的武艺，更重

要的是养成坚忍、刚毅的品格，以此剔除个人主义

价值观衍生的恶劣影响。即言之，押川春浪看重

的是尚武所承载的精神力量。

押川春浪对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烈批判，

与当时日本思想界的欧化趋势颇有关联。二十世

纪初期，在“全面西化”的改革政策下，日本思想界

亦主张一切以西洋文明为榜样。然而，对于有意

实行专制统治的明治政府而言，广泛引入先进西

方思想是极其危险的。哲学家井上哲次郎认为，

西洋的文明特征在于个人主义的发展，而东洋（尤

其是日本）文明则是基于所谓家族制度的集团主

义而发挥其特色的。[18]也就是说，个人主义价值

观的恶劣影响指的是对国家本位思想的冲击。在

《武侠舰队》中，某俄国军人听闻日本在对俄作战

中取得胜利，便向同船的前原少尉表示祝贺，明言

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对俄军的暴行深恶痛绝，今后

将弃军从商。对此，前原怒骂：“在堂堂日本男儿

的面前，竟然说出此等乱臣贼子之言。不忠于祖

国，反倒以忠君爱国为耻，这分明是在辱骂忠君爱

国的日本人。”（押川春浪，1939a：34）。由此可见，

押川春浪是基于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立场，批判

优先个人利益、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主义价值

观。而“武侠六部曲”中所体现的武士道精神，虽

包含了崇尚武勇、牺牲奉献等传统武士道的内涵，

但传统武士道效忠的是幕藩体制下各自的主君，

与天皇并无直接关系。但联系樱木大佐、日出雄

及其家人的形象，“武侠六部曲”中所呼吁的“忠

君”指向的是全体日本人效忠于天皇个人，强调

“尊皇即爱国”的天皇主义武士道。

押川春浪为何会如此推崇武士道精神？关于

这一问题，首先要从押川春浪的家庭成长环境谈

起。押川春浪的祖父桥本宅次是松山藩的一名武

士，由于某次事件的过失，为承担责任而切腹自

尽。桥本家家道中落后，押川春浪的父亲不得已

入赘到押川家，改名押川方义。押川方义作为幕

府军的松山藩的一员，曾参与了第二次长州合

战。且押川方义素来崇拜西乡隆盛，为了时常缅

怀西乡隆盛，卧室中悬挂了西乡的肖像照[19]。出

身于传统武士家庭的押川春浪，难免在思想上受

到祖辈的熏陶。然而，押川春浪对武士道的认可

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

晚年的押川春浪曾回忆道：“开国五十年来，

泰西伪善文明的恶劣风潮，污渎我神州之国的灵

气，民心流于柔弱、淫靡、虚荣、奢侈，随之而来的

便是不忠君，不爱国”（押川春浪，1913：3）。如前

文所述，引文中“伪善文明”指向金钱万能主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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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个人主义价值观，而“恶劣风潮”指的是日本国

内社会的文弱之风以及不忠君、不爱国的思想。

然而，在《日本非美国从属国》一文中，押川又坦言

“日本尚未成为一等国家之前，白种人（尤其是美

国人）的思想理念促进了日本物质文明的建设”

（押川春浪，1913：67）。可见，押川春浪认为西方

的思想理念在明治初期起到了积极的模范作用，

而当日本实现了“自由、独立、人权”之后，西方理

念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将侵蚀国民忠君

爱国之心。押川春浪对于“西方”认知的转变，与

武侠思想的变化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前文所

述，《武侠之日本》中的“自由、独立、人权”，再到

《新日本岛》中的“正义公道”，押川春浪武侠思想

的立足点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即从被压迫者到

侵略者。押川春浪选择回归以忠君、爱国、尚武为

核心的武士道精神。他提出：“为对抗欧美列强，

稳固东洋的和平，关键在于可比拟世界的日本武

士精神。轰轰烈烈的气概，尽忠爱国的思想，牺牲

奉献的精神，比大炮、军舰更具威力，……二千五

百年以来，正是此可尊可敬的武侠精神守护我日

本直到今日”（押川春浪，1913：123）。引文中，押

川春浪将武士道精神直接等同于武侠精神，并主

张武侠精神是自神武天皇建国以来，日本民族固

有的道德传统。由此可见，武士道精神在押川春

浪的武侠思想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

以武士道精神为内核的武侠思想与押川春浪早期

作品所倡导的“自由、独立、人权”的理念是不相容

的，与侠义精神中所提倡的“仁善”理念也背道而行。

3 押川春浪“武侠”思想在晚清时期的接受

在我国学界，陈平原（2010）认为武侠小说作

为独立的小说类型，包括明清古典武侠小说乃至

港台新派的武侠小说，其基本叙事语法可概括为

以下四项：“仗剑行侠”指向侠客的行侠手段；“快

意恩仇”指的是侠客的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指向

行侠背景；“浪迹天涯”指的是行侠的过程。[20]按照

此类型界定，押川春浪的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构

设等多个方面，皆可纳入武侠小说这一概念框架。

“仗剑行侠”即凭借侠客自身的武艺及能力，

光明正大地去“报恩仇”与“平不平”。所谓的“剑”，

狭义上指的是宝剑或兵器，也是“尚武”的象征。

《世界武者修行》的金东次身长五尺八寸，精通剑

道与柔道，随身提着一根长六尺八寸的“如意”棒，

叙事者在书中将其比作“关羽、张飞之勇”。六部

曲中的段原剑东次在途径撒哈拉沙漠时，偶遇两

头成年狒狒欺凌幼小的雄狮，只见剑东次冲上前

去，千斤重的铁棍从天而降，瞬间击碎了狒狒的头

骨。其勇猛武艺可见一斑。金东次与段原剑东次

因愤恨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才决心以“仗剑行

侠”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但又如前文所述，押川

春浪所认可的“尚武”旨在养成坚毅、刚直的品性，

进而从根本上杜绝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快意恩仇”指的是报恩、复仇的叙事主题，关

乎个人荣辱乃至是国家兴亡，其中蕴含了有恩必

还，有仇必报的伦理价值。侠客的个人恩仇讲求

“手刃仇敌”的快感，不计较复仇行为所涉及的社

会评判，但也必须符合公道。《世界武者修行》主要

描写的是个人层面的恩仇。在前往上海的渡轮

上，金东次曾搭救一名委身于洋人做妾的日本女

性，但前提是禁止在他国作娼妓的营生，以免有辱

日本的国家声誉。也就是说，忠于国家是金东次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先决条件。不可否认，金

东次的“仗剑行侠”之举颇显江湖义气，但其施恩、

报仇等行为，奉行的是忠于国家、利于国家的政治

伦理，并非是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江湖伦理。六

部曲中，先“忠”而后“义”的政治伦理语愈发得到

凸显，尤其表现为日俄两国之间的民族争斗。押

川春浪通过放大民族、国家层面的矛盾斗争，以此

凸显复仇（侵略）行为的“合理性”。

“笑傲江湖”中的“江湖”指向相对独立于现实

世界的“第二社会”，以扶危济困、惩恶扬善为唯一

宗旨，是文人侠客精神上的“桃源乡”。“落魄江湖”

的侠客，在“浪迹天涯”的路途中伸张正义，实现自

我价值，顿悟人生。六部曲故事的发生起因于一

众侠客的“落魄江湖”。例如，《海底军舰》的主人

公樱木大佐被革除军籍后，远遁印度洋研究新型

军舰；松岛虽然是现任海军大佐，但因“日出”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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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无颜回到日本复命，只好选择“浪迹天涯”。樱

木等人虽落魄于“江湖”，但又积极主动地维持与

现实世界的联系，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唯一宗旨，

并企图通过殖民及军备扩张缔造“第二日本”。故

而，六部曲中人物角色的“浪迹天涯”无关个人的

成长，表现的是国家层面的成长——即日本军事

力量和海外殖民事业的扩张。

总体来说，押川春浪的武侠小说较为符合我

国文人读者对武侠小说的基本认知。相比全然陌

生的西方文学作品，押川春浪的作品无疑更容易

为晚清译者及读者所接受。但押川春浪的文学作

品之所以在晚清得到大量译介，其中还存在着更

深层次的原因——即类似的时代语境及其武侠思

想中的政治呐喊符合了晚清文人的期待视野。

如表2所示，押川春浪文学在我国的译介集中

在 1903-1913年，恰逢晚清时期掀起的“小说界革

命”热潮。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黄兴等著名文人

竭力主张借鉴日本维新变法的成功经验。1902年

11月，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提出

“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口号，倡

导大力引进日本及西方国家的政治小说以及哲理、

科学等其他题材的小说，并以此达到启蒙民智、改

良社会的目的。晚清译者徐念慈曾在《余之小说

观》一文中感叹武侠六部曲的日文原著动则重版十

余次，“以少于我十倍之民族，其销书之数千百倍于

我，如是我国民之程度，文野之别，不容讳言矣”，反

观小说林出版社的书籍“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

诸书最为下”“军人平日非有物，刺激、激励其心志，

必将坚忍、勇往、耐苦、守法诸美德，日即沦丧”[21]。

由此可见，军事、科学题材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较

为匮乏，而徐念慈认为这一类小说有助于激励人

心、培养健康人格。这也反映出徐念慈翻译的初

衷，即希望借助武侠六部曲中与军事、科学元素相

关的冒险叙事，激励读者积极进取，并号召文人作

家创作同类型的作品。徐念慈在翻译武侠六部曲

时，将其归为“军事小说”类目的原因也不辩自

表2 押川春浪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

作 品

《空中飞艇》

（『日欧競争 空中大飛行艇』，1902）

《千年后之世界》

（『千年後の世界』，1903）

《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上）》

《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下）》

（『英雄小説 武侠の日本』，1902）

《短篇小说：俄探》

（『戦時小説 露探の妻』，1904）*

《军事小说 新舞台二》

（『海国冒険奇譚 新造軍艦』，1904）

《白云塔》

（『銀山王 伝奇小説』，1903）

《写情小说 银山女王》

（『銀山王 伝奇小説』，1903）

《科学小说 秘密电光艇》

（『海島冒険奇譚 海底軍艦』，1900）

《大魔窟》

（『海島探検 塔中の怪』，1901）

出版信息

民权社

1903年

群学社

1904年

小说林社

1904年6月；

1905年5月

《鹃声》

1905年第2期

小说林社

1905年

有正书局

1905年

小说林社

1905年

商务印书馆

1906年

小说林社

1906年

译者

海天独啸子

包天笑

徐念慈

觵觵子*

徐念慈

陈景韩

黄梦庵

金石

吴弱男

作 品

《军事小说：新舞台三》

（『戦時英雄小説 武侠艦隊』，1904）

《旅顺土牢之勇士》

（『戦争冒険談 土牢の勇士』，1905）

《怪人铁塔》

（『冒険小説 怪人鉄塔』，1909）

《冒险小说：侠女郎》

（『冒険小説 女侠姫』，1907）

《英雄小说 大复仇》

（『大復讐 英雄小説』，1912）

《革命小史 怪僧蹝》*

《历史小说 拊髀记》

（『巴里奇談 老愛国者』，1912）

《未来世界 哲理小说》*

《海底军舰》

（『海島冒険奇譚 海底軍艦』，1900）

出版信息

《小说林》1907 年第 2 期-
1908年第11期

收入《旅顺双杰传》1909
年世界社（后改题为《旅

顺勇士》，转载于《台湾日

日新报》第 6版（1921年 8
月27日-9月4日））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月

《小说月报》1913 年第 10
期-第11期；《说林》1914年
第13期；1915年5月商务印

书馆出版，同年10月再版

《小说月报（上海1910）》
1913年第12期

《小说时报》1913年第20期

《小说月报（上海1910）》
1913年第3期

国学书室1925年

中信出版社2017年

译者

徐念慈

汤红绂

感*

吴梼

吴梼

忏红*

吴梼

包天笑

李雪莲，

等

资料来源：主要参照樽本照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以及其他图书馆的馆藏资料。

注：表中加*号的内容指相关信息不明，有待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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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见，武侠六部曲的译介首先承载的是启蒙、

教育的职能，这与“小说界革命”所主张的实用主

义价值观也是基本吻合的。另外，从类目归属上

来看，武侠六部曲虽冠以“武侠”之名，但在内容上

杂揉了军事、冒险、科学以及政治等不同的文学要

素。而这种跨文类、多元素的文学类型对于当时

的小说改革运动具备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总得来

看，“小说界革命”的时代语境为武侠六部曲在我

国的翻译出版酝酿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1904年8月，距《武侠之日本》的中文译本《军

事小说 新舞台（一）》出版不过数月，陈景韩便于

上海主导创刊了杂志《新新小说》，并设有栏目“侠

客谈”。陈景韩被认为是近代短篇武侠小说的鼻

祖，曾于 1899年年底至 1902年期间，留学于日本

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后，陈景韩投身于新闻工

作，《新新小说》是其主导负责的第一种小说类期

刊。据考证，《新新小说》共发行十册，“侠客谈”栏

目共计刊登了11种小说，几乎占据了《新新小说》

小说总数的一半[22]。其中，陈景韩于“侠客谈”栏

目发表了《刀余生传》《路毙》等5种作品。《刀余生

传》是我国武侠小说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收

录在《新新小说》的第一期。该小说讲述的是盗匪

头目刀余生以“杀人之法”人为地实行优胜劣汰的

竞争法则，通过淘汰吸食鸦片、贪官污吏等不利于

国家变法之人，将其身体回收利用，从而实施变法

革命、救国救民的故事。从结构上来看，《刀余生

传》共分为九回，前半部分以政治小说的形式抒发

了作者对经济、政治以及教育改革的独特见解，后

半部分则回归传统的武侠小说，讲述了刀余生如

何落魄江湖，浪迹天涯的故事。一方面，作者借助

政治小说的形式发出了强有力的政治呐喊，呼吁

国民革新思想，积极求变。另一方面，刀余生的人

物形象与明清古典武侠小说中的经典武侠形象颇

为类似，寄托了贫苦大众渴望正义与平等的强烈

愿望。

通过对比发现，《武侠之日本》与《刀余生传》

在其时代背景及思想主张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共

同点。不仅如此，陈景韩在 1905 年翻译发表了

《白云塔》，原作便是押川春浪的翻案小说《传奇小

说 银山王》。可见，陈景韩对于押川春浪的文学

作品并不陌生。综上，有理由认为《刀余生传》与

《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在出版时间上的接近并

非出于偶然，且陈景韩的武侠创作极有可能受到

了押川春浪的影响。实际上，除陈景韩之外，押川

春浪文学的另一位译者包天笑，也曾在其创刊的

文学周刊《星期》（1922-1923）推出“武侠”特辑。

以上迹象显示，押川春浪武侠小说的引进，为晚清时

期武侠小说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有史料表明，近代以来最早使用“武侠”一

词的文学是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该书于

1904年4月，彼时梁启超虽居住在日本横滨，阅读

了大量日文书籍，但目前尚没有史料证明梁启超与

“武侠六部曲”之间的联系。此外，梁启超之“武侠”

的思想内涵与押川春浪的“武侠”也有很大的不

同。梁启超在书中将汉代民将季布称为“武侠”，又

表示汉景帝刘启即位之后“无复以武侠闻于世者”，

旨在呼吁当今社会应广泛奖励尚武精神与爱国主

义思想。不过，梁所主张的尚武、爱国并非是游走

于国家法度之外的闾巷之侠。梁启超在卷末写道：

“闾里之有游侠，其武士道之末运乎？上焉既无尚

武之政府以主持奖励之，中焉复无强有力之贤士

大夫以左右调护之”，倘若侠客以武犯禁“顾犯之

而天下归之者何也？”[23]可见，梁启超认为民间侠客

之“尚武”乃是威胁国家安定的“以武犯禁”，真正的

“尚武”须由国家主导，并辅以正确的思想引导。而

六部曲中的东洋武侠团虽自命“主持公道”，但始终

活跃在社会的阴暗处，正是梁启超所批判的“不循

正轨”的侠客。此外，梁在书中屡屡强调“国家重于

生命”，但忠君爱国也必先以“仁”为重。恰如梁启

超对楚国大夫粥拳的评价——“国重于君、君而辱

国，吾弗君也。粥拳可谓知爱国之大义矣”。总得

来看，梁启超的“武侠”在思想内涵上较为贴近儒侠

的概念，强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而梁启

超虽援用了日语词汇中“武士道”一词，但书中所强

调的爱国主义思想并非是武士道精神中的“君重于

国”的愚忠思想。尽管《中国之武士道》中的“武侠”

与押川春浪的“武侠”颇有不同，但足以反映出“武

侠”一词在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回响，为之后武侠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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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曲的译介出版起到了铺垫作用。

《中国之武士道》出版后不久，小说林社出版

了由徐念慈翻译的《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

《武侠之日本》。据考证，徐念慈在《军事小说 新

舞台（一）》中表示，原作小说中“故事的舞台横贯

亚欧大陆，分散于四面八方，但其核心舞台分别是

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马来半岛的新加坡以及俄罗

斯。然而，风云骤变，今后的故事舞台或增至五

处，又或多至十处，尚不可知”[24]。虽然《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译本已难以考证，但可以推测出徐念

慈有意跟踪押川春浪武侠系列的文学创作。继

《军事小说 新舞台（一）》之后，于定一在 1905年

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援用了“武侠”一词。文中写

到，“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

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

证，岂不谓智乎？（略）《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

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25]定一对

“武侠”的诠释，与押川春浪早期武侠思想的内涵

是基本一致的。1907年，徐念慈又在《余之小说

观》中表示“日本国民咸以武侠自命”，可见此时押

川春浪的“武侠”概念在我国已基本确立。

于定一以“民主、民权”等近代民主主义的概

念重新审视传统侠义小说《水浒传》，这也反映出

“武侠”一词在晚清中国所承载的政治色彩。押川

春浪武侠六部曲的中译本也不例外。蔡鸣雁

（2021）也指出，押川春浪作品中的国家主义和种

族主义思想恰好吻合晚清时期以强国保种为诉求

的国族主义思潮，押川春浪科幻小说（笔者注：《海

底军舰》）与家国思想的紧密融合是其被选择性译

介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武侠六部曲在晚清的

译介承载了“政治化阅读”的职能，不仅为晚清文

人的小说改革运动提供了参考，还寄托了文人作

家们以“新小说”开化民智、改良社会的强烈愿望。

知名文人的评论文章，再加上译介作品的广

泛传播，使得押川春浪的武侠思想在二十世纪初

期便广为晚清文人及忧国志士所接受。但是，晚

清译者在具体的文本翻译以及作品选择等层面，

有意识地剔除了押川春浪武侠思想中的帝国主义

及殖民扩张的思想理念。以《武侠舰队》（《军事小

说 新舞台（三）》）的译文为例，原作中“为了深爱

的日本国”被替换为“因深爱祖国”。译文“二十世

纪斯巴达大国”中，译者大量删减了“黄色人种之

霸国”等渲染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字眼及有关情

节，而原作中“海光国举国上下普及武士教育”被

改译为“锐意求治，普及国民教育”，以武士教育教

化非洲原住民等相关情节也被一并删除。相反，

有关李进的描写，译者不仅增译了生平往事，且突

出了李进“光明磊落之操守”与“大义扶持正道”，

将其塑造为心系家国社稷的江湖英雄。通过译文

增减及改动，可以看出徐念慈对押川春浪武侠思

想中的爱国情怀予以了认可，但也时刻秉承着中

国人的身份立场，摒弃了原作中所蕴含的帝国主

义思想。不仅如此，译者对李进人物描写的增译，

为中国武侠小说在后期回归传统侠义精神埋下了

铺垫，预示着中日两国的武侠小说在今后所呈现

出的不同发展规律。

如表 2所示，押川春浪在我国的译介共计 15

种，包括了六部曲中的4部作品，而创作于日俄战

争之后的《新日本岛》与《东洋武侠团》却不在其

列。虽然1908年徐念慈因病急逝，但此时的学界

尚未停止译介押川春浪的文学作品。那么，何以

上述两部作品成为了“漏网之鱼”？如前文所述，

《新日本岛》以及《东洋武侠团》中“正义公道”之武

侠思想包藏殖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野心。基于

此，有理由认为《新日本岛》与《东洋武侠团》之所

以没有得到译介，主要是因为其思想主旨严重脱

离了中国侠义精神的本质，有违中华民族爱好和

平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晚

清文人对日认知的变化——日本既是学习的模

范，但同样也是潜在的侵略者。

4 结 语

押川春浪武侠思想萌芽于《世界武者修行》，

在武侠小说的系列创作中确立了其思想体系及内

涵。剖析其思想来源，可细分为“自由、独立、人

权”的西洋理念、“忠君、爱国、尚武”的日本武士道

精神以及中国侠义精神中的“忠义”理念。其中，

99



文明互鉴下的思想史 2025年 第2期 总237号

“自由、独立、人权”的概念表达的是反抗西方强国

压迫的一面，在押川春浪早期的武侠创作中发挥

了积极正面的作用。然而，当日本解除与西方国

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西方的人权理念又反

过来引起了押川春浪在思想上的转变。为了打破

思想困局，押川春浪将目光投向了“忠君、爱国、尚

武”的武士道精神，表明他对日本国家主义思想的

接受与认同。而武士道精神主张以忠于天皇、效

忠国家为最高准则，这也直接影响了押川春浪对

中国侠义精神的认知——即以先“忠”而后“义”的

政治伦理取代“忠中有义、义中有忠”的江湖伦

理。借由文学作品的译介与传播，押川春浪武侠

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权理念，以及尚武、爱国的思

想，在晚清时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借鉴。但是，

晚清文人在译介其文学作品时，扎根于古典武侠

小说的深厚历史积淀，秉承着扬弃的原则和方法，

对押川春浪对侠义精神的误读进行纠正，并剔除

其武侠思想中的帝国主义及殖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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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of Shunro Oshikawa's "martial arts" Thought and Its Accepta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bstract: Shunro Oshikawa, the "father of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absorbed Western concepts of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human rights" in his creations, as well as the Japanese Bushido spirit of "loyalty to the emperor, patriotism, and martial

arts", along with the "loyalty" of the Chinese chivalrous spirit. These elements collectively establishe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his martial arts concept. The spirit of Bushido gradually assum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his writing, and martial

arts thought became the "righteous name" for Japanese imperialism's aggression and expansion. When the literati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his literary works, they were rooted in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classical martial arts novel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ublation, and critically accepted the concepts of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 thoughts, which provided nutrients for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novels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Shunro Oshikawa; martial arts; Bushido;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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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跨语际视域下东亚语词互动及翻译史的多重面向”国际学术研讨论会会议纪要

3月21日至23日，“2025年跨语际视域下东亚语词互动及翻译史的多重面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湘潭召开。会议由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日语学习与研究》编辑部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协办。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二十余所高校、研

究机构的30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参会，共同探讨东亚语词互动与翻译史的前沿问题，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研讨会邀请郑州大学何华珍教授、浙江工商大学沈国威教授做主旨演讲。何华珍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关于越南近代

汉字新词研究的几点思考”。何教授回顾了越南汉字新词的研究现状，分析了越南近代文献中新词的传入与形成机制，

探寻了越南社会对汉字新词的接纳过程以及越南汉字新词的筛选与淘汰机制，揭示了这些词汇在越南语中的适应性，并

指出未来应加强越南汉字新词研究的资源整合与数据库建设，编撰相关辞典，以拓展、深化东亚新词研究。沈国威教授

的演讲题目为“归纳与演绎：西周与严复”。沈教授在具体探讨西周与严复首次使用作为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基础的“归

纳”与“演绎”的命名与使用情况的基础上，从西周与严复分析这两个概念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例证出发，探寻二人是否

在概念本身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进而分析“归纳”“演绎”这一对概念在二人的认知体系中的定位。

会议期间共设两个分会场，每个会场四个小组。小组讨论结束后，北京大学孙建军教授与上海财经大学张厚泉教授分

别对两个分会场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两人强调，本次会议成功地汇集了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就近代语词

的词史、概念史、译词演变、东亚互动与传播以及近代东亚知识的翻译与传播等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会议紧扣学术前

沿,促成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交流讨论,与会者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讨论了东亚语词的跨语际交流、翻译、演

变与本土化等议题。此外，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青年学者参会并发言，为青年人提供了深入交流的机会。

本次研讨会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东亚近代语词的形成、相互影响以及翻译史的理解，而且促进了国际相关学术界的

交流与合作，为当代语言与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借鉴。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供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


